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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行为。利益关系的变化, 将导致经济运行出现变化, 宏观上产生扩张和紧缩效应, 这就是体制变
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这一效应对经济周期的具体形式有深刻影响, 这也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周期与改
革开放前、与国外经济周期具有不同特点的重要原因。这些影响可能导致经济波动提前或延后、弱
化或强化, 即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式, 如周期的振幅、波型、长度等, 产生放大或变形效果。











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 制度变迁根源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 通过渐进式 (诱导性)和强制
性这两种基本的变动模式, 并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三个阶段来完成。纵观建国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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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的改革进程, 我们发现由制度变迁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产生的影响深远而重大, 期间制度
冲击表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的特征:







期激进。在1979 年～ 2002 年这24 年间, 有5 个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的改革强化期: 1979 年、1984 年～
1985 年、1987 年～ 1988 年以及1992 年～ 1993 年和 1994 年, 这几个时期的改革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激进性。从前4 个时期来看, 每一次激进之中总是伴随比较高的通货膨胀, 之后又跟随着或长或短
的调整, 以消化因制度激进产生的经济过热, 可见激进的代价是经济震荡。1994 年以来, 政府集中
推出了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国有企业解贫脱困等多项配套改革, 认为改革已进入攻坚完善
阶段。这些改革原本的目的是为了令1992 和1993 两年过热的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 但事实是软
着陆的目标实现了, 却又遭遇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出现虽然有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一外因, 但从
内因上说, 与1994 年推行的这些激进的配套转轨措施有关。对居民而言, 主要改变的是付费原则的
变化, 由国家和单位负担改为自己负担, 由于涉及的多为需求弹性小的必需项目, 因此居民的储蓄










的承包制和试行股份制; 1992 年以后,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开展了股、卖、并、联、合和租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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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的产权制度改革, 重点是用股份制来改组国有产权结构, 通过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
市场, 加大国企产权制度转换的进度。第四次经济周期与要素市场化及构建宏观新体制框架相关。
始于 1994 年的企业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等改革, 使原由国家提供的福利性服务消
费改为由居民自己负责, 导致居民预期改变, 防范心理增加, 宏观紧缩效应由此产生。
二、制度冲击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转变的检验
　　中国的经济制度 (体制)变革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 从1978 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开始, 经过
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不断提高。从我国GD P 增长率的波动图型中可以看出, 从1978 年以后, GD P 增长率的波动特征与
改革前的近30 年的波动特征出现了明显不同, 改革前表现为“大起大落”, 改革后表现为“高位——
平缓”, 这从直观上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自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改变, 因此我们可以定性
地推断出经济制度 (体制)变革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存在着很大的影响。




(一)稳定性 (结构变化)检验——邹检验 (Chow test)
一个模型在长时间保持结构的稳定性一般是困难的, 有时模型可能会发生结构变化——模型
的参数发生了改变, 比如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 弹性的变动等等, 当然产生结构变化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1973 年的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我国从1966 年到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对结构的冲击;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等等。本文选取邹检验 (Chow test)来验证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
是否发生变化。Chow ’s 断点 (B reakpo in t)检验的思想是对每一个子样本单独拟合方程来观察估计
方程是否有显著差异。下面讨论发现结构变化的邹检验 (Chow ’test)。
假设数据容量为N , 变点为N 1。以变点为界, 将数据分成两段。可能的回归模型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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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结构变化的邹检验 (Chow ’test)
　　 (1) t= 1, 2, ⋯, N 1;
Y = b’0+ b’1X 1+ b’2X 2+ ⋯+ b’kX k + Λ’
(2) t= N 1+ 1,N 2+ 2, ⋯,N
Y = b"0+ b"1X 1+ b"2X 2+ ⋯+ b"kX K + Λ"
(3) t= 1, 2, ⋯, N (合并数据) :
Y = b0+ b1X 1+ b2X 2+ ⋯+ bkX K + Λ
假设为:
H 0: b’i = b"i , i = 0, 1, ⋯N
使用两组样本数据分别对模型 (1)和 (2)进行回归, 得到残差平方和R S S 1, R S S 2。
使用全部数据对 (3)进行回归, 得到残差平方和R S S
检验统计量:
F =
(R S S - R S S 1 - R S S 2) ö(k + 1)
(R S S 1 + R S S 2) ö(N 1 + N 2 - 2K - 2) ～ F
(k + 1,N 1 + N 2 - 2K - 2)
其中N 1,N 2 为两个样本的容量, k 为模型中变量的数目。
以上的检验过程称为邹变点检验 (Chow ’s B reakpo in t T est)。
(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波动性的稳定性检验
本文采用EV IEW S 软件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改革前后 (1978 年) 的周期波动特性进行邹
变点检验, 以验证制度 (体制)冲击是否对这些变量的周期波动特征产生结构性影响。这里本文选取
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两个典型的指标: 波动性 (V o la t ility) 和持续性 (Persistence) , 波动性指标




变　　量 波动性 (V o lat ility) 持续性 (Persistence)
观测期 1953 年至 1978 年
GD P 1. 00 0. 62
居民消费 0. 58 0. 74
固定资产投资 1. 82 0. 81
进　口 0. 46 0. 62
出口进口 0. 53 0. 55
消费价格指数 0. 31 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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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波动性 (V o lat ility) 持续性 (Persistence)
观测期 1979 年至 2003 年
GD P 1. 00 0. 86
居民消费 0. 61 0. 88
固定资产投资 1. 46 0. 85
进　口 1. 24 0. 75
出　口 2. 15 0. 86
消费价格指数 1. 39 0. 84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表 2 改革前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动的邹检验 (Chow test)
变　　量
波动性 (V o lat ility) 持续性 (Perisistence)
F2sta t ist ic p robab ility F2sta t ist ic p robab ility
GD P 2. 614201 0. 042561 2. 031487 0. 031456
居民消费 2. 351478 0. 041283 1. 962541 0. 026582
固定资产投资 3. 214572 0. 062147 3. 854124 0. 052467
进　口 1. 568412 0. 021402 2. 103512 0. 028145
出　口 1. 387145 0. 015479 2. 641257 0. 035141
消费价格指数 2. 851423 0. 048921 3. 562438 0. 048157
　　从以上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波动特征在改革前后的变动均未通过
检验, 说明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特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这表明制度 (体制)变迁冲
击的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造成了重要的影响, 改变了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从GD P 增长率
的波动图形 (图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改革以前,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古典型波动”, 这表
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在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起伏的
表现上相当明显, 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型”; 而改革之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体现为“增长
波动”, 国民经济发展较为平缓, 经济波动没有出现绝对水平的大起大落, 而只是在经济增长率上出
现相对水平的起伏, 这表明经济结构的改善、价格机制的放开、多种要素市场的建立等一系列经济




由于, 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沿着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主要是打破以
往计划体系, 建立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 二是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 它主要通过
发展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壮大非国有制经济, 通过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深化国
有经济的改革; 三是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 它通过全面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措施, 用
外向型发展模式代替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因此, 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
以下三个方面: 1. 市场化程度 (M RL ) , 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 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
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2. 非国有化水平 (NO SW ) , 用非国有
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 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3.
开放程度 (ORL ) , 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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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比率, 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
为检验经济制度 (体制)变革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性, 本文依次检验: 1. 中国市场化
发展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2. 我国非国有化水平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3. 中国经济
的开放度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78 至2003 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2004》。根据上述界定的变量, 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整理, 见表3。
　
　表 3 制度 (体制)变革冲击各变量 单位: %
年　份 市场化程度 非国有化水平 开放程度
1978 55. 1 22. 37 9. 80
1979 56. 3 21. 53 11. 26
1980 57. 8 24. 03 12. 62
1981 59. 2 25. 24 15. 12
1982 63. 0 26. 64 14. 57
1983 63. 9 26. 64 14. 49
1984 62. 9 30. 91 16. 75
1985 63. 9 35. 14 23. 05
1986 64. 3 37. 73 25. 29
1987 63. 9 40. 28 25. 78
1988 69. 7 43. 21 25. 60
1989 74. 4 43. 93 24. 58
1990 71. 7 45. 39 29. 98
1991 69. 7 43. 84 33. 43
1992 68. 3 48. 48 34. 24
1993 72. 8 53. 05 32. 54
1994 74. 6 61. 96 43. 59
1995 76. 5 66. 03 40. 19
1996 77. 8 71. 52 35. 55
1997 78. 3 74. 48 36. 22
1998 76. 5 78. 43 34. 28
1999 74. 5 79. 69 36. 43
2000 73. 3 77. 97 43. 93
2001 74. 1 78. 52 42. 18
2002 75. 5 79. 15 43. 56




为了判断经济制度 (体制) 变迁冲击对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动态影响, 我们首先需要分离出经济
增长的波动性成份。在本文的检验中, 我们主要使用常用的H - P 滤波方式来分离诸变量的趋势成
分与周期成分。首先我们对1978 年以来GD P 增长率进行了趋势与周期的分解, 其周期波动 (记为
cy0)如图5。
　　为了分析制度 (体制) 冲击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相关性, 我采用H - P 滤波分离了市场化指标
(M RL )、非国有化水平 (NO SW )和开放程度 (ORL )的周期成分, 分别记为cy1, cy2, cy3, 见图5。
　　并与根据前面所获得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序列cy0 进行格兰杰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防
止伪回归的出现, 我们首先对这几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通过AD F 单位根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
略) 可知这几个变量均为平稳过程, 因此可以运用格兰杰 (Granger) 因果检验来检验以上各周期成
分与GD P 周期成分 (Cycle)的因果关系, 其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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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78 年以来GD P 增长率周期波动 (记为cy0)
图 5　制度 (体制)冲击的周期成分
　
　表 4 以上各周期成分与GD P 周期成分 (Cycle)的因果关系
Pairw ise Granger Causality T ests
Samp le: 1978 2003
L ags: 2
N ull H ypo thesis: O bs F2Statist ic P robab ility
CY0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1 24 0. 77564 0. 47445
CY1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0 7. 981476 0. 00277
CY0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2 24 6. 93646 0. 00547
CY2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0 8. 594146 0. 00148
CY0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3 24 0. 93060 0. 41156
CY3 does no t Granger Cause CY0 0. 17150 0. 8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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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格兰杰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 市场化发展指标M RL 的周期成分cy1 是引起GD P
增长率的周期成分cy0 波动的格兰杰 (Granger)原因, 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波动会引起宏观经济的





为了增强检验的可靠性, 我们通过建立M RL、NO SW、ORL 波动周期成分与GD P 增长率波动
周期成分的VA R 向量自回归模型 (滞后阶数为4)后, 对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见图5)。
图 6　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
　
　　从图6 可知, 在M RL 对增长率波动cy0 产生一个冲击时, 在第1 到第3 期, 增长率波动呈负向变
化, 从第2 期到第4 期, 增长率波动呈正向增加, 第4 期到第7 期又呈现负向变化, 第7 期后才逐步消
失。从影响的幅度上,M RL 的冲击造成增长率的变动最大为0. 5% , 可以判断市场化冲击造成了经
济的相应波动。在NO SW 对增长率波动产生一个冲击后, 在第1 期到第5 期, 增长率波动呈负向变
化, 影响幅度最大达到- 0. 7, 第5 期到第7 期增长率波动呈正向增加, 第7 期之后渐渐消失。而ORL
冲击产生后, 经济增长率从第1 期到第3 期出现了负向变化, 幅度最大为0. 9, 而从第2 期到第5 期,
出现了正向的变动, 第5 期之后逐步消失。可以看出制度 (体制)冲击变量的冲击首先会使经济增长
的波动出现一个负向的变动, 其时间最长会持续5 期 (NO SW ) , 变动幅度最大达到- 0. 9% , 其后经
济波动出现一个正向的变化, 一般持续2 期以上, 随后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逐步消失。三个制度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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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表现的十分明显, 即体制的变动能够立刻对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每次采取“硬着陆”的方法进行调控, 致使总体经济运行过程中突然遭遇“急刹车”而引起经济
剧烈波动。胡鞍钢 (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 其结论认为, 党代会
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 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和重要的人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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